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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私有企業、地方政府與中央級國企的合作如何轉變中央政府

政策，使私有企業成為國家冠軍私企。彼此在合作過程中，產生不同類型

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變遷。以阿里巴巴為個案，研究顯示中國國家冠

軍私企的出現與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標息息相關，在電子商務監管體系不足

的狀況之下，提供了國家冠軍私企對制度環境的解釋空間，以及地方政府

偏差選擇行為的空間，進而使私企與地方政府產生共享利益的合作。私企

與政府合作的整體過程，從「層化」的制度變遷類型朝向「轉化」類型，

亦即從擴大市場占有率，並且取得與國有企業相當資源，擁有改變既有制

度的解釋能力，超越國企成為國家冠軍私企。

關鍵詞：中國大陸、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企關係、阿里巴巴

*　　*　　*

壹、前言

2014年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公布中國 500強名單，前 100名僅
9家為私企，

1

１雖然數量很少，但在各自領域中擁有優勢主導或寡占的地位。例如

2015年華為以 13.57%的市占率，成為中國市場銷量第 1名。此外，根據 2014年

註１  行業類型包括零售、電腦設備、紡織、通信電子設備、有色金屬冶煉、黑色金屬冶煉、批發、房地
產、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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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T國際專利申請統計，華為以 3, 442件成為當年最大專利申請者，而國有控股
的中興通訊則以 2, 179件專利申請量位列第 3（WIPO 2015）。阿里巴巴是另外一
個很好的案例，旗下的淘寶網擁有近 95%的 C2C線上銷售市占率（中國電子商務
研究中心 2016）。如阿里巴巴這樣的國家冠軍企業，

2

２在國有企業林立的中國市場

更顯獨特，是以本文藉由阿里巴巴發展過程探討：為什麼國家冠軍私企出現在對私

企不利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 
關於中國私營企業在市場角色的研究，既有文獻存在著兩種觀點，第一種

觀點是將中國私企區分為草根企業與政府相關企業，前者在國內市場遭遇不利的

經營環境，而後者往往只是協助國有企業的角色（Dickson 2008；Bai, Hsieh and 
Song 2014）。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私企並非像第一種觀點的備受壓抑，相反地，
是相當活耀的，而動力來自非正式制度，譬如非正式金融制度、非正式社會網絡

（Huang 2003；Tsai 2006）。然而，無論是那種觀點均強調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
系環境對中國私企的不利，卻無法解釋國家冠軍私企（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為何出現。本文主張國家冠軍私企的出現係因私企比國企提供更多利
益給政府機構，是以政府機構選擇與私企合作，而彼此間合作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

彌補了既有制度的不足或產生制度創新的結果。

Ian Bremmer認為國家冠軍私企是公司維持在私人手中（儘管政府有時持有少
數投資）卻依賴著政府積極的物質支援，並用以發展國內的支配地位和出口市場。

企業經由承包政府合約來維繫利益，他們擁有管道來獲得國有銀行的廉價貸款，或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減免（Bremmer 2010, 67）。國家資本主義體系之下，國
家直接作為市場結構的一員，享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以及選擇國家冠軍企業的權

力，而這些國家冠軍企業不僅僅是確保市場競爭力，還具備發展整體經濟、提升政

府聲望或政治利益等作用（Thatcher 2014, 10）。Shaun Breslin（2010, 21）進一步
說明中國政府強力支持名義上的國家冠軍私企，例如華為，係因中國領導人藉由這

些國家冠軍私企改善中國的全球經濟形象。

隨著國內市場化改革與外部全球市場的壓力，中國共產黨不斷地開放私部門的

註２  國家冠軍企業之概念請詳見後述。2013年 1月，《政府工作報告（徵求意見稿）》的座談會上，溫
家寶指名馬雲為電子商務戰略提供建議（張旭東、劉錚 2013），並於同年 11月，在題名為「夢想
在召喚 改革再揚帆」的官方文宣之中，示明馬雲是電子商務的領軍者、改革的開拓者（張宿堂等人 
2013），馬雲被視為民族企業家。2014年，阿里巴巴參與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
辦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學習研討班（張洋、張瀟月 2014），足見阿里巴巴作為民族企業的
重要性，馬雲亦在央視《對話》節目中，明確表示阿里巴巴作為國家企業的定位（慶勝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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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空間。雖然分析中國私部門發展研究的文獻眾多，卻鮮少探討私企如何與國企

競爭並獲得成功的經驗。根據前述 Bremmer（2010）的定義，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包
含華為、百度、阿里巴巴、聯想等私企，這些企業均為政府所關注的策略性產業，

在成為國內龍頭企業之前，這些企業尋求地級政府的合作，再向上發展到與中央

級別機構合作。
3

３本文以阿里巴巴作為代表性個案，
4

４電子商務是國家策略性產業的

一環，無論是內部電子商務監管制度的變化，或是外部環境衝擊如 IT泡沫、加入
WTO，這些變遷因素影響了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阿里巴巴成為國家冠軍私企
過程足以體現行動者合作所產生的制度變化。

本文的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府與私部門關係的相關文

獻。第三節是從歷史制度主義關於制度變遷的論點探討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如何影響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變遷。第四節是個案分析，分別就誠信通、螞蟻金服

分析電子商務制度層化與轉化的形成過程。而第五節為結論，總結歸納個案制度變

遷發生的原因，並且提供對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補充。

貳、文獻回顧

目前對於中國私部門的研究文獻，可以區分為以下部分：(1)從中國國家資本
主義的角度，分析私部門的市場角色與作用。(2)從歷史脈絡分析政府與私部門之
間的關係，並且探討中國政治經濟制度、政治社會制度之下的私企活動。然而，這

些學術論著強調中國的制度環境不利於私部門發展，卻無法說明國家冠軍私企為何

能存活及茁壯。

一、中國國家資本主義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係指中國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不斷地向國有企業注

入資金，並且進行企業重組，逐漸形成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這樣的

共生關係是為了確保國有企業的生存，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Pearson 
2015）。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處於Aldo Musacchio和 Sérgio G. Lazzarini（2014, 5）

註３  百度部分，參見李永進（2013）；聯想部分，參見凌志軍（2005, 216）；三一重工部分，參見盧凱
旋（2003, 258）和國務院生產委員會（2003, 341）。

註４  相較於其他中國國家冠軍私企，阿里巴巴初創時期的政商關係較少，卻具有明顯幾近於獨占的市場
地位。為強調非正式制度的影響，而非聚焦於關係，是以選擇阿里巴巴作為代表性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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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的「國家作為多數投資者」（Leviathan as a majority investor）的階段。
Bremmer（2008, 134-145）認為中國、俄國等威權體制國家更有利於國家資本

主義的發展，其中，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是：中國以確保共產黨持續執政作為

最高原則，為此目的就必須維持經濟穩定，並且不斷地創造就業機會。最重要的

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存在於國際與國內市場，政府官僚制定新的規則與監

管，用以確保國企或本土私企在國內市場優於外國競爭對手。「中國的資本主義」

（Sino-Capitalism）的關係網絡特徵是政治和經濟菁英彼此合作，進而形成自下而
上的二元性混和系統，一是政府控制了金融並且指揮著頂層工業，另一是具有競爭

力的零售和製造業私有企業／混合型企業（包括外商和本土企業），這兩種系統不

斷地累積資本，相互並存卻也相互獨立（Mcnally 2012）。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具有高度的靈活性，藉由不斷翻新對經濟政策的控制以及加

強中央集權，以確保黨統治的合法性（Mcnally 2013）。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除了政
府大力支持國有企業，同時也會資助中央重視的私有企業，中國政府協助本國企業

的方式包括國有銀行和主權基金的貸款、政府與他國的經濟協議、外交政策的金融

資助和訊息傳播，但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在國際投資方面沒有一定模式可循，係因

地方政府在開展海外市場時，未必依循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多是經濟利益優於政策

（Gu, Zhang, Vaz and Mukwereza 2016）。綜言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符合了國家
資本主義運用政府資源挹注目標企業的特徵，同時補充國家對企業的干預方式，以

及共產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特殊性。然而，國家冠軍私企出現諸多違反政府所期待

的市場行為，目前研究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學者卻鮮少討論該部分。

二、公、私部門的發展空間演變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經濟政策對國企和私企的影響有所差

異，政府對國企的扶助並未改變，只是協助方式的變化，相對之下，私企的發展空

間與政府對私企的協助則是隨著整體制度環境而改變。

（一）1979年∼1994年：帶著「企業加入黨」
1980年代，中央政府集中管理國有企業，以直接撥付預算的方式資助國企的

發展。當時市場實施價格雙軌制，在國有企業囊括所有產業範圍的狀況下，國企

被賦予完成特定計畫的任務（Naughton 2007, 92），卻也衍生出「倒爺」的問題。
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個體戶（包括私有企業）則是帶「紅帽子」的方式備受限制。

1979 年到 1993 年之間，中國經濟改革的基本特徵是權力放散，工業部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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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讓非公有經濟體進入，此時包括鄉鎮企業、私企或外資企業迅速進入各種工業

（Naughton 2007, 90），1990年代江澤民提倡企業家入黨（趙建民、張執中 2005, 
314-317），增加企業家的政治資本（Li , Meng, Wang and Zhou 2008），在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中提升了私企的市場地位。

（二）1995年∼2003年：抓大放下的私企興起
1995 年到 2003 年之間朱鎔基主導一系列的國企及金融改革，隨著國企利潤

占國內生產總值下滑，1995年朱鎔基推出「抓大放小」政策（Li and Brødsgaard 
2013, 57），給予地方政府處置虧損中小國企的權限，如收購、兼併、私有化等。
並且允許私企購買這些國企，而此舉增加了地方政府與私企的話語權（Mattlin 
2007, 8）。

1997 年後中國進行一系列銀行體系改革，政府資助國企的方式轉為銀行信
貸，至此，信貸成為國企投資能力的決定性因素（Naughton 2007, 305-308）。此
外，國企配合企業治理改革，附隨著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國企增加其他募資渠

道，惟政府仍掌握多數非流通股（錢衛清 2004, 67；何佳 2007, 13）。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私企發揮了吸納大量下崗工人的作用（吳敬璉 2010, 

168-169），遂以中央政府推動一系列有利於私企的政策措施，包括各省銀行執行
中小企業的政策性信貸、減免稅賦及行政規費等。５

5

1999年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
過憲法修正案提升私企的地位，並且保障私企的合法權利，私部門崛起是政策創造

公平競賽的結果。

（三）2004年迄今：私企進入策略性產業
這段期間中國經濟改革依重於私部門快速增長，2005 年和 2010 年的新舊版

「非公 36條」顯示政府放寬私企融資管道，政府一方面主導著頂層的國有企業，
另一方面，協助私企發展新興戰略產業，雖然開放大部分產業允許私企進入，但是

設下諸多市場准入限制（馮興元 2012）。
國企因應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混和制改革，在關鍵產業中形成集團（劉

孟俊、鍾富國 2013）。另外，國企配合政府「走出去」政策，從政策性銀行的產
業投資基金取得資金與信貸，大規模進行海外投資（於曉、矯磊 2011）。如前所
述，中國政府將資源集中目標國企，私企是在剩餘資源的條件下發展。然而，國企

註５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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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私企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並非私企協助國企。
6

６

三、政府與私部門的關係

關於政府與私部門關係的文獻包含結構限制與行動者自主兩類論點。結構限制

論聚焦在中國共產黨對私部門的控制；行動者自主論則分析權力結構的系統，對與

政府與私部門的關係，提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套截然不同觀點的探討。

以結構限制觀察中國的政府與私部門關係，Bruce J. Dickson（2008, 19-26）
認為中國的裙帶共產主義（crony communism）是共生型態，它建立在黨、政府部
門和資本家的共同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生存策略有兩種。第一，策略性同化（co-
optation）的結合，受中國共產黨同化的私企企業主是經濟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第
二，中國共產黨創造新協會，而這些協會形成一種中國共產黨的細胞式網絡，用

以適應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動，藉此同化和整合不斷地增長經濟菁英。然而，

Dickson偏重於自上而下的單向詮釋，卻忽略私企的自主性。Yasheng Huang（2003, 
122-129）主張中國大陸市場競爭環境是受政策影響而非市場機制，中國企業內部
存在著明顯的政治啄食順序，犧牲具有經濟效率的私部門換取較不具效率的國有部

門的生存空間。中國政府對擁有技術和創新的私部門，欠缺政治合法性、法律保

障，並且存在著融資問題（Huang 2008, 292）。
有別於Dickson對自上而下的行業協會研究，Victor Nee和Sonja Opper（2014）

針對被政府排擠的私有企業進行研究，發現這些企業另成立非正式協會，遵守協

會規定並取得融資。他們主張資本經濟制度棲息於自下而上的企業行為，非正式

經濟制度引導、激勵著中國新興資本經濟體系。Kellee S. Tsai（2005, 1136-1145）
認為私營企業主與幹部之間，存在著「共生侍從主義」（symbiotic clientelism）的
關係，幹部提供企業保護和優惠，並且從提供服務來收取物質利益。在驗證中 Tsai
發現只有在私營企業主同時具有能力和渴望時，才能運用非民主的方式捍衛自身利

益。但是，Tsai對企業主的分析屬於靜態，無法解釋隨著企業發展過程所改變的能
力和渴望。Chihshian Liou（2013）則認為黨、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共生關係，是巧
妙的制度設計，財產權再分配創造了目的性模糊和良好的公司激勵結構。

以行動者自主性探討政府與私部門關係，Huang（2008, 4-6）從制度外的企業
行為分析，指出合資公司成功的原因是公司經理人和所有者雖然都是中國人，但是

註６ 2015年華為和中興相互展開專利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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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法人資格是外資企業，而這些公司結合中國經營和外商法律地位的獨特特

徵。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不只是允許外國企業進入，也允許中國企業走出去，香

港就像是優秀中國企業的安全港灣，替代中國不健全的金融和法律制度。然而，

Huang的研究只適用於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特區時期，雖然本土企業擁有外資身分
而享有優惠政策，在實際經營行為中，還是面臨到中國各地方規範不一致的問題。

Kellee Tsai和 Xiaoxiao Shen（2016）從制度適應能力（institutional adaptability）分
析政企關係，各地方政府處理世界經濟危機時，因為各自過往發展的經驗形成路徑

依賴，進而成為制度適應能力的關鍵因素，地方政府領導人的積極性、對新政策

思維開放性和政策活用性都會影響處理經濟危機的成效，產生出不同的政企關係 
模式。

參、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歷史制度主義分析

以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本文借助制度變遷的相關概念用於分析國家冠

軍私企出現的動態面向。首先將聚焦於行動者的行動邏輯，尤其是說明政府為何改

變合作對象。不同於過往歷史制度主義的相關文獻從路徑依賴分析中國私部門的發

展，並以層化方式來解釋政府與私企之間的關係。其後將探討外部衝擊對中國國家

資本主義體系的變化，並且釐清中國國家冠軍私企轉化既有制度的具體內涵，亦即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如何改變政治啄食順序。

一、歷史制度主義

制度變遷區分為「層化」（layer）和「轉化」（conversion）兩種制度變遷的
類型。「層化」係指制度環境涵蓋著不同制度，這些制度的目標並不一致，而使

多層次的制度脈絡限制了特定正式制度。當「層化」的現象發生時，新規則附加在

既有規則之上，並且針對既有規則進行修改或增加，進而實質改變既有制度的核心

（Tsai 2006, 121；Mahoney and Thelen 2010, 16）。「制度層化」形成了平行的制
度，制度之間的互動造成制度改變，權力不足的行動者採取間接的方式修改既有制

度（Brink 2011, 206）。「轉化」則是行動者重新詮釋既有規則，雖然規則依然維
持著，卻以新方式詮釋和回應（Thelen 2004, 228-230）。在「轉化」的型態中，行
動者利用模糊的規則創造制度的「缺口」（Mahoney and Thelen 2010, 17,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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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2006）認為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屬於內生性變遷，
7

７Tsai提供動態制度發
生變遷的原因，她主張中國基層監管者容忍著制度扭曲，使得調適性非正式制度取

得準合法的地位，進而破壞了正式制度的合法性。以中國電子商務為例，正式制度

係指電子商務監管體系，非正式制度則是地方政府與阿里巴巴合作所創造的網路交

易系統。

不同於 Tsai（2006）強調非正式制度迴避正式制度的作用，在中國國家資本主
義體系的變遷過程中，本文認為制度變遷來自於私企與相關政府機構合作，亦即，

基層地方政府不是作為他者容忍制度的扭曲，而係作為改變的能動者。私企與地

方政府合作所創造的非正式制度具有完成特定政策任務，或是產生制度創新的功

能。
8

８若非正式制度具有完成特定政策任務的功能時，非正式制度會以「層化」的

型態存在；若非正式制度產生制度創新時，則會形成「轉化」的型態。以阿里巴巴

的誠信通為例，與地方政府、國有銀行地方分行合作的企業信評系統，以「層化」

方式改善網路交易安全過程。
9

９又如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網路金融個人信評系統

彌補國有銀行信用系統的不足時，阿里巴巴與中國投融資擔保公司的合作並以「轉

化」方式改變國企優先的權力結構。

再者，行動者依據成本、利益和風險來決定合作與否（North 1990, 25），
合作的成立除了需要各自的偏好資訊之外，還需要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偏好與策略

（Schofield 1985, 12-13）。合作的成本取決於共享利益之下合作可能造成的機會成
本（Hall 2010, 210），而合作的共識源自特定行動所帶來的好處（Hall and Thelen 
2009, 13）。Tsai（2006, 123）發現地方政府與普通行動者合作的發生在以下幾種
情境：(1)不同的正式機構具有相互衝突的任務；(2)政策實施相對分散；(3)地方
官員在某一特定政策領域與當地公民具有趨同利益（例如，促進地方經濟增長、隱

藏來自更高級別政府的收入、保護地方產業、扭曲規則吸引外部投資等等）。

註７  新制度主義論者 Amos Zehavi（2012, 736）主張內生性變遷來自於決策者錯誤或過度的回應，錯誤的
累積改變既有制度的平衡。

註８  制度創新的需求來自於既有制度的侷限提高了資源分配不均，這些需求可藉由產權新型態的發展、
更有效的市場制度來解決，而制度創新能夠有效達成社會共識（Ruttan and Hayami 1984, 3-4）。制
度創新具有新穎、工具及合法等特質，有助於調適組織（Raffaelli and Glynn 2015）。制度創新能
使組織重新建構自身，進行擴散式學習，並且在其他層次創造更豐富的創新活動（Hagel and Brown 
2013）。

註９  Sweeney和McFarlin（2014, 13）亦持有相同看法，其認為地方政府鼓勵創新，並且中央政府希望本
土企業發展成為馳名品牌，由於中國地區差異和法治環境不足，使阿里巴巴、華為等企業在中國市

場擁有比外商更多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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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動者的偏好而言，現實世界裡行動者往往是在資訊不完全的狀況下形塑自

身的偏好。是以，在制度無法適時回應外部衝擊的狀況之下，行動者傾向選擇即時

性的激勵（Jupille, Mattli and Snidal 2013, 212）。在中國經濟改革的工具性與務實
的制度特徵之下（Tsai and Naughton 2015, 4; Gallagher 2015, 239），本文主張當發
生外部環境劇烈變化時，相關政府機構與私企的合作更多具有政策目標的功能，當

這樣的合作達到成本相對較低、利益相對較高的結果時，相關政府機構便會改變合

作對象。

綜上所述，私企藉由分散的監管政策空間，回應來自內在的經濟改革政策變化

或是外在的國外環境變化。在符合地方政府與私企共享利益的前提下，私企尋求與

地方政府合作的機會，並且透過彼此合作逐漸改變國企優勢資源或市場結構。易言

之，私企與地方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有助於私企獲得生產要素，而地方政府會選

擇與私企合作而非國企，係因私企可以提供比國企更高的稅收來源（Atherton and 
Smallbone 2013, 17），以及帶動整個地方其他產業發展。當私企與地方政府的合
作越緊密，地方政府越可能改善私企的經營環境，在政策執行時地方政府偏向對私

企有利的政策解釋，以產業基地為例，地方政府對土地出租採取限制競標或強制拆

遷等政策行為。
10

１

二、中國國家冠軍私企

（一）國家冠軍私企的概念

國家冠軍（national champion）係指商業企業被政府挑選出來作為民族企業，
借以提升特定產業裡該國的國際影響力，國家冠軍透過特殊契約快速發展企業，

如補貼、市場保護或特定產業政策（Kumar and Steenkamp 2013, 186）。Bremmer
（2010, 67）提及國家資本主義包括國有企業、國家冠軍私企等主要行動者，其
中，國家冠軍私企是公司維持在私人手中（儘管政府有時持有少數投資），但卻

依賴著政府積極的物質支援，並且用以發展國內的支配地位和出口市場，使之具

有幾近於獨占的市場地位。以巴西 JBS S.A.為例，該公司取得巴西國家開發銀行
（The Brazilian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的基金，成為全球禽肉市場主要企業
（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1）。

政府之所以提供物質協助國家冠軍私企，其原因如下：具有技術的重要地

註１ 例如 2010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將後海商務用地售予聯想的招標，參見：時代週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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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Lambin 2014, 252）、具有就業或退休等社會穩定功能的重要地位（Vleck 
2015）、私企正在發展新項目或有利潤（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15-17），
而這些私企存在著融資困難的問題。政府以主權基金、國有企業或開發銀行方式

持有私企小部分的股份，促使私企快速成為新的國家冠軍企業（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282）。

吾人認為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概念有別於國家冠軍（national champion），中
國政府並非在國家冠軍私企成立之初積極提供物質資源，而是基於自利考量之下，

例如維持產業競爭力、提升全球經濟影響力等，選擇符合條件的私企成為合作對

象，並將之培養成國家冠軍私企。再者，基於中國中央政府權力和行政責任下放的

官僚結構特徵（周黎安 2008），分析政府對企業扶持時，應細分為中央、地方，
換言之，中國政府對私企的資助可能發生在不同階段。

（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輔助的對象、方式與效應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環境不利於私部門的發展，促使私企必須與政府保持良

好關係，用以確保企業權益（Kung and Ma 2016）。不像其他國家的冠軍企業可能
是國有或私有，中國共產黨為確保生存而保留對關鍵產業的直接控制，所以絕大多

數的國家冠軍企業是國企，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只會出現在非政府完全壟斷產業。

中國政府選擇資助私企的一般性原則是這些私企的營運規模大（Sauvant, 
Economou, Gal, Lim and Wilinski 2014, 92），部分私企屬於輔助上游國企的機能型
企業，如吉利（Pearson 2015, 34-35）。政府期望從國家冠軍私企獲得政治利益並
且提升全球經濟地位（Breslin 2012, 39），是以，政府提供政府信用狀、契約、補
助，或是運用對外投資保險等確保國家冠軍私企的比較優勢。

由於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兼具對外和對內的特徵，對內中國政府善用國內民族自

豪的輿論幫助私有企業將其外國競爭對手邊緣化，例如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一案

（Bremmer 2010, 140）。中國政府支助國家冠軍私企的優點在於政府資源和跨國
私企經營經驗的結合形成了特殊的創業投資，缺點則是政府的補助反而削弱冠軍私

企的生產和創新效率（Njegomir, Rinter and Vrkati  2014, 659），以吉利汽車為例，
地方政府補貼占總利潤的一半（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5）。

（三）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政商網絡與政府控制

1. 政商網絡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與其他國家冠軍私企相同的是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從國有銀行

獲得資金，如華為得到國家開發銀行的資助；不同的是中國存在中央、地方兩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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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雖然中央級國企獲得財政支持，但是省級國企和國家冠軍私企爭取具體項目商

業機會與投資時（Lin 2017, 122），中國私企的補助往往來自地方政府（Milhaupt 
and Zheng 2016, 195-196）。地方政府、行業協會與國家冠軍私企形成「網絡體
系」（networked hierarchy），在「走出去」外交政策之下，地方政府提供商業資
訊、培訓和建議給中國企業（Gu et al. 2016）。

在阿里巴巴個案中，政府對國家冠軍私企的協助，不僅僅來自國有銀行的資

金，更重要的是在黨國體制之下，政府擁有市場准入的審核特權或擔保，私企以此

排除競爭對手。國家冠軍私企與地方政府的結合，提供私企發展的政策空間，憑藉

著這樣的合作成效作為爭取中央級機構合作的機會。

企業家為了建立政治連結而加入共產黨，企業家透過擔任人民大會代表，尋

求更多經濟利益和政治安全（王春福 2012），入黨有助於排除潛在的新競爭對手
（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4），也可以避免政府官員的非法行為（王芹、朱麗
平、朱敏 2016）；另一方面，在黨國體系下，政府連結的行動者（如銀行、國企
或監管單位）建立與成功私企的關係，標榜著對黨的忠誠和影響力（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4）。

2. 政府控制
國家冠軍私企受到政府的協助，卻也存在著官員貪污、企業發展停滯等問題

（Vleck 2015；Booij and Sahib 2012），例如德國國家郵政營運商（National Postal 
Operator, NPO），金字塔型市場導致技術落後（Gough 2014）。再者，私企享有
的優惠固定資產或自然資源可能存在著被徵收的風險，又或政府追求因契約而生的

準租金（quasi-rents），針對合約與私企重新談判。最後，使用企業現金支持政府
合約，降低了私企的議價能力（Musacchio and Lazzarini 2014, 219）。中國國家冠
軍私企比起其他國家冠軍私企受到更多政府的控制，控制的方式包括協會監督企

業、主管機關約談企業經理人達到特定政策目標或是鼓勵企業參與國家產業重組

（Milhaupt and Zheng 2015, 685-688）。總言之，中國國家冠軍私企具備國家冠軍
私企的特徵，但是增加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體系特色。

肆、阿里巴巴與政府合作分析

中國電子商務監管體系一直落後於電子商務的實際發展，使得私營電商有更多

解釋制度規範的機會，依據前述 Tsai（2006）所提策略性空間的概念，中國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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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監管制度的缺口，包括：中央─地方監管職權的分散、中央主管機關對產業發展

方針的不一致，而這些策略性空間創造出阿里巴巴與其他反對者的合作。

1990年代中國對於電子商務規範處於起步階段，提供阿里巴巴探索市場及發
展商業模式的空間。2000年科技泡沫衝擊中國電子商務行業市場，阿里巴巴尋求
與地方省級、市級政府合作的機會，創設「誠信通」，以「層化」方式加強自身在

國內電子商務行業的優勢。2007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阿里巴巴持續擴大與杭州
地方政府合作，並且將合作層級向上延伸至中央級別，當中小企業面臨經營資金困

難之時，阿里巴巴創造網路微型金融的全新商業模式─「螞蟻金服」，以「轉化」

方式改變既有國有銀行主導的金融市場。

一、制度層化：阿里巴巴誠信通

早期電子商務監管機構之間對政策目標的不一致，創造了地方政府與阿里巴巴

合作的策略性空間，誠信通以層化方式，外加在國有銀行的網路支付系統，提供另

一套網路交易安全的非正式制度。

（一）電子商務監管初期的制度缺口

早期的電信產業發展是由技術人員所主導，相對於電信部門的市場發展取

向，前者更重視於技術的改進（信息化研究部 2009），這兩派對產業發展的目標
並不一致，造成兩派正式機構相衝突的任務，限制了 1990年代電子商務正式制度
的發展。

11

１一，是技術人員主導的 CA安全認證系統，由信息產業部信息化推進司
制定原則規範（宋玲 1999），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所負責執行（趙煥新 1999），
他們著重於網路交易安全與技術標準。

12

１二，是部門所主導的國有網路交易平台，

強調電子商務市場發展，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設立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信息網」、
13

１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建立的「中國商品交易市 
場」，

14

１這些項目受益於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的「金關」工程、「金貿」工程。

註１  參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資訊化重點專項規劃》，該文件出現對電信產業是否市
場化的矛盾敘述如下，贊成的內文如：「積極發展電子商務，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不贊成

的內文如：「避免形式主義、盲目發展和重複建設，不能搞鋪攤子、花架子、形象工程，更不要相

互攀比，堅決制止刮『電子風』、『資訊風』」。

註１ 如 1997年的《電腦信息網路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
註１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北京電信、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IBM等合作共組

「中國電子商務」，並採用 CA安全認證系統。
註１ 2003年後與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合併為商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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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政策實施相對分散的狀況下，提供了地方政府調整的機會（Krug and 
Hendrischke 2008），

15

１創造了阿里巴巴與浙江省政府之間反對者的策略性空間。
16

１國

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作為產業方針的領頭羊，一方面，掌控著交易安全規範系統的

建立；另一方面，對電商市場發展採取模糊性規範，允許地方政府與企業依據市場

機制發展（張秀發、王大順 1999）。在模糊的中央政策之下，地級經濟和信息化
委員會擁有實質的解釋權力。不同於中央政策目標，浙江省政府的政策目標是建立

支付系統、
17

１物流配送系統，為此地方政府提供授信貸款、財政減免及基礎設備優

惠等誘因給目標企業，其中包括阿里巴巴（浙江日報 2003）。

（二）阿里巴巴與地級政府的合作

1997年地方政府面臨大量工人下崗的失業問題，此外，地方政府為了因應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全球化進程，在 1997年到 2003年這段時期，私部門有較多與地
方政府的合作發展空間。

18

１

1. 國企競爭對手
浙江省政府原屬意由地級國企發展電子商務，如杭州電信的中國黃頁，地級

國企結合地方資源進行兼併，確保自身的市場競爭力。地方政府希望深化產學合作

（浙大網新 2002），以地方浙江大學人才結合地方央企發展電子資訊產業，1997
年中國黃頁與與浙大電腦公司合併後成立浙大網新互聯網資訊技術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浙大網新）（許揚帆 2003）。另外為了配合浙江省政府的產業政策以及擴大
浙江新網的規模，2001年進行一系列企業的兼併、重組和相關企業持股增加。浙
大網新增加北京曉通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投資和浙大海納快威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

（人民網 2001）。

註１  Krug和 Hendrischke（2008）主張中央政府為了讓地方政府執行經濟政策，「因地制宜」的治理理念
賦予地方政府自主性，地方政府經由與上級機關的契約，或是非正式網絡的協調，獲取「邊際利益」

用以發展地方經濟。

註１  2004年浙江省政府推行「五大百億工程」建設基礎設施，旗下的子工程項目「百億信息化建設」主
要包括網路基礎建設、電子政務、基礎數據庫和產業信息化改造等，並且根據浙江省信息辦公室發

布《關於加快資訊化帶動工業化指導意見的通知》規定，在「十五」期間挑選100家資訊化試點企業、
30家資訊化示範企業和 20家資訊化試點園區發展電子信息，電商龍頭阿里巴巴也受益於此政策（張
鳳安 2008）。

註１  參見浙江省人民政府（2002）、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b），浙江省政府推出「數字浙江」、「天堂
矽谷」和「濱江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等政策。

註１  Atherton和 Smallbone（2013, 20）主張與全球經濟整合越深的地方政府，越能提供有效的中小企業發
展政策資源框架運用，此外，越是發達地區越有可能出現有利於中小企業發展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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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 IT科技泡沫直接改變 B2B所有電子商務企業的市場地位，阿里巴
巴相較於國企的市占率與盈利呈現快速上升（彭建真 2001），

19

１以中外商業資訊為

主的浙大網新受到衝擊，2003年呈現虧損的營運狀態，
20

２稅捐隨之減少，地方政府

只有轉向與電商私企阿里巴巴合作發展電子商務。

2.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變化，發生在 2003年到 2008年之間，當時浙江省政府

遇到 SARS、自然災害、失業率偏高、物價上漲及投資過熱等諸多問題，為了有效
回應廣泛的社會需求（Yang 2010, 8），其主要政策任務是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彌補
因 SARS所減少的貿易營收。是以，浙江省政府規劃電子商務則與物流相結合並且
發展增值服務。

21

２如前所述，虧損的地級國企無法提出利益誘因。

阿里巴巴所屬電子商務為浙江省政府提供 GDP增長、中小企業發展機會以及
增加就業機會等利益誘因，而這些皆有助於地方的政績表現（Tihanyi, Pedersen, 
Devinney and Banalieva 2015, 55）。

22

２電子信息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帶動效果方面，

從 2003年到 2008年浙江省電子商務業主營業收入，從人民幣 963.42億元增加到
2540億元（中國信息產業年鑑編委會 2011, 532-533）；2004年到 2010年之間，
營業利潤從 109.08 億元上升到 181.5 億元。以稅收貢獻而言根據《杭州市統計
年鑑》顯示，在 2002年到 2006年之間，電子信息業對地方稅收的貢獻從人民幣
44.57元增長到 78.9億元，整體增長 77.8%，2007年電子商務已占該市行業總收入
的 1/6。就業人口方面，直接就業人員從 27.83萬人增加到 56.35萬人（中國信息
產業年鑑編委會 2011, 532-533）。

3. 阿里巴巴與地方政府的合作
浙江省政府提供阿里巴巴網路支付認證擔保系統的審核許可，使阿里巴巴藉由

「誠信通」領先其他國內對手，具備主導市場的地位；阿里巴巴也提供地方幹部升

遷所需的政績表現，兩者之間形成「共生」的合作關係。惟網上支付模式與支付安

全是由國有銀行監管與執行，在缺乏取代既有制度的能力之下，「誠信通」（當時

註１  在成為大型企業之前市占率最重要，地方政府照顧地方小國有企業，但是效果有限。（作者訪談，
日本三井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金台夕照，2015年 08月 01日）。阿里巴巴的「中國供應商」
提供地級國企產能過剩的行銷機會。

註２ 根據浙大網新的 2003年半年公司財報，淨利潤較上年度減少 44.82%。參見深圳證券交易所 2003。
註２ 參見浙江省人民政府（2003a）。
註２  作者訪談，浙江大學教授，浙江大學，2017年 12月 20日；作者訪談，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

2017年 1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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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網上有名」）的推出，創造了地方政府背書的新形態網路交易安全系統，與

當時正式交易系統，形成兩套並存的網路交易安全系統。

阿里巴巴在 2002年推出「誠信通」產品，誠信通是委託第三方認證機構，
23

２ 透
過地級工商局審核企業資格所建立的網路交易安全評估系統，確保客戶網上信用，

減少交易成本。2003年 10月阿里巴巴和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沈立強簽署全
面合作協議，共同建立網路銀行的安全交易支付結算模式。因為「誠信通」解決了

其他國企或外商競爭所無法處決的中小企業網路交易信用擔保問題，使阿里巴巴確

立 B2B的龍頭地位。
24

２

二、制度轉化：螞蟻金服

隨著網路金融的問題不斷增加，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兩個監管機關之間對政策目

標差異，促使了國有擔保企業與阿里巴巴合作，而螞蟻金服以轉化方式改變中央關

於小微金融政策的實質內容。

註２  誠信通的認證單位為鄧白氏、奧美資訊有限公司以及華夏國際企業信用資訊有限公司，其中華夏國
際企業信用資訊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曹小寧曾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商

業部、國內貿易部、國家國內貿易局，並於 2003年承辦浙江省台州市三年信用體系建設試點工程。
參見牛暢（2003, 84-85）。

註２  2006年以 68.04%的業務收入占比大幅超越外商環球資源（12.08%）、本土私企慧聰（5.09%）和國
企中國化工網（2.86%），參見 辛永健（2007）。

表 1　電子商務產業對浙江省經濟貢獻（單位：人民幣億元）

年分 2004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生產總值
482.28
(5.48)

522.78
(5.24)

607.81
(4.98)

759.98
(4.43)

885.76
(5.51)

物流、批發零售 (25.28) (35.85) (36.48) (37.95) (38.63)

營業利潤 109.08 181.53 181.5

稅金 13.42 25.23 226.78

就業人數 90,735 174, 783 420,800

資料來源：《浙江經濟普查年鑑》（2004; 200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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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金融小微信貸的制度缺口

網路金融（中國稱互聯網金融）
25

２按不同機構歸口管理，並由地方金融管理部

門負責具體監督管理，監管制度的管轄重疊問題，創造了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策略

空間。多頭管理之下，部門之間存在著意見不一致的狀況，造成微弱的行政能力，

使這些反對者合作產生網路金融政策的轉化結果。

管轄重疊問題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銀監會）主要職責是具體的金融監管，而人民銀行負責貨幣政策與穩定金融秩序，

但是，事實上國務院發布的規範性文件卻是人民銀行負責監管協調，造成網路金融

主要監管機構的職權重疊。第二，網路金融的監管機構均為部級機構，
26

２彼此之間

不存在最高決策者。以部際聯繫會議為例，聯席會議沒有明確的決策機制、議事規

則與決策權限，聯席會議不替代、不削弱現行有關部門，
27

２實質上只是信息交流的

平台（范佳慧 2018）。第三，中央與地方金融管理機構的監管重疊，地方金融管理
部門因重視地方利益，而選擇性配合中央政策，並且因為地方金融管理部門眾多，

28

２產生「重審批、輕監管」的狀況（周學東 2015），使網路金融有更多創新空間。
網路金融監管部門之間存在著意見不一致的狀況，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

採取正面態度，國務院允許民營網路金融的發展空間，相對地，銀監會及國有銀行

則採取負面態度。2013年中國網路金融發展初期，國務院支持網路金融，
29

２但是證

監會卻對「餘額寶」的基金部分進行調查（趙磊、朱傳婕 2013），銀監會禁止網
路金融關於間接、穩性的第三方金融信用擔保部分。

30

３2014年網路金融呈現噴井式
成長，國務院為維持市場穩定，加強對網路金融管理，允許網路金融在未違法的

情況下繼續發展，責由人民銀行監管協調，規則由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共同制 
定。

31

３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秉持著肯定的態度。
32

３相反地，銀監會並不支持民

註２ 網路金融屬於一種多種金融商品的組合，這種組合商品在中國稱為交叉性金融商品。
註２  網路金融的監管主要是「一行三會」，其他監管機構包括工商總局、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

「一行三會」係指人民銀行、銀監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

註２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a）。
註２  地方金融監管機構分散，小額貨款、融資性擔保、典當、農民資金互助社分別由金融辦公室、經濟

和信息化委員會、商務廳、農業委員會監管，參見周學東（2015）。
註２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b）。
註３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a）。
註３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4）。
註３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分析小組（2014），文中提及：「有利於發揮民間資本作用，引導民間

金融走向規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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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網路金融單位，其屬意由國有銀行主導網路金融；
33

３四大國有銀行聯合採取下調

第三方快捷支付限額的打壓行動（田珍祥、謝正軍 2014）。

（二）螞蟻金服與中央級國有機構合作

隨著網路金融小額信貸的蓬勃發展，發生諸多的 P2P網路金融擔保信用問題
糾紛（何文茜 2014；和訊網 2014）。網路金融產業政策的不一致與管轄重疊，創
造了策略性空間，亦即，國務院與人民銀行對民營網路金融企業採取正面的態度，

而銀監會與國有銀行則持否定的態度。再者，國務院傾向由人民銀行帶領協商，使

金融擔保機構有機會與私企合作。

1. 國企競爭對手
在處理農村的小微信貸問題方面，提供該項信貸的金融單位包括國有銀行分

行、村鎮銀行。首先，國有銀行因為設立辦事處的房租成本、設備維護費用、員工

基本薪資調漲等因素對農村金融興趣缺缺。
34

３其次，2006年後村鎮銀行才恢復農民
小額貸款，但是村鎮銀行存在著籌資能力不足、專業人力缺乏而衍生的信用風險評

估系統不全等問題（蔣玉敏 2011）。
國有銀行推出的網路金融商品，遠不及「餘額寶」

35

３的普及率，例如建設銀行

推出「善融商務」、中國銀行推出「中銀易商」、工商銀行推出「融 e購」（李靜
瑕、劉田 2014；勞佳迪 2017）。隨著網路技術發展，中小企業與農民可以透過網
路金融獲得小額信貸（和訊網 2014）。國有銀行、地方法人銀行作為網路金融業
務的國家隊，

36

３卻存在著服務大企業的偏好，此外，在欠缺個人信用評估系統的現

狀下，礙於潛在風險，難以對個人進行信貸，這些因素使國有銀行難以達到小微新

貸政策目標。

2. 中投保
個人網路交易的信用評價最初是由私有企業自行設立，銀監會對此非正式制度

淡然處之，國有銀行亦將其作為參考依據之一（章苒、蔡國兆 2007）。人民銀行
對非國有銀行的信用評估系統採取支持的態度，例如，2013年年底人民銀行放寬

註３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
註３ 參見勞佳迪（2017）；作者訪談，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2017年 12月 21日。
註３ 「餘額寶」具有支付寶及基金投資的功能，是螞蟻金服的產品之一。
註３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3b）、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3b）、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2014）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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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評估業務管理，
37

３2015年4月讓民營徵信公司著手準備合法化，
38

３2015年7月由
人民銀行與九個部會聯合正式許可信用中介組織。

39

３

中國投融資擔保公司（以下簡稱中投保）
40

４為中國最大的專業擔保機構，由財

政部、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發起設立，現為國家開發銀行所屬國家開發投資公司集

團的成員企業。央企與私企合作建立網路金融平台與個人信用系統，這樣的制度創

新需要符合多數人的利益才會持續存在（Yang 2010, 5），
41

４當中央相關主管對網路

金融產業發展達成共識以後，
42

４中投保才開始尋求網路金融的合作對象。2014年年
底之前，中投保主要負責工程擔保的業務；2015年後，公司官方表示響應中央政
府的小微金融政策，一方面，在獲得政府大力支持下，成立小微金融擔保和互聯網

金融中心；另一方面，與阿里巴巴合作成立網路金融公司。

3. 阿里巴巴與中投保的合作
阿里巴巴作為權力不足的行動者，透過與中央級國有企業合作，逐步改變國有

銀行主導的權力結構，使網路金融政策目標發生實質內容的轉化。螞蟻金服成為協

助中小企業融資的非正式制度渠道，使現有金融系統有效降低網路金融風險，產生

金融制度的創新效果。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合作中，中投保提供阿里巴巴網路金融

所需要的具備官方相關的信用擔保背書，而阿里巴巴提供中投保一套低成本、普及

性及有效信用的小微信貸系統。

2014 年 11 月底，中投保為最大出資者，與恒生電子、螞蟻金服（阿里小微
金融服務公司）等共同設立「浙江三潭金融資訊服務股份公司」（後更名「網金

所」）
43

４，發展 P2P網路金融（梁瑀可、高晨 2015）。該項合作成功的原因包括不

註３ 參見朱丹丹（2013）。
註３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b）。
註３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a）。
註４  2010年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時，引進官方中信資金等股東，而中信資金在2012年亦有入股阿里巴巴。
註４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15a）的規定，人民銀行擁有統一協調的權限，確保網路金融市場風險管理。

銀監會、保監會及證監會保有信用系統的主要審查權限，只賦予中投保擔任信用中介機構的地位。

網路金融平台涉及到組織、制度與技術的多重管理（宣博、易開剛 2018），政府、市場、企業之間
需要相互協力（劉賓 2018），相關政策、法規、稅收等涉及監管機構眾多，難以由單一監管機構規
範。為了確保網路金融風險有效控制，改變過往央企承擔或央企外包給私企的方式，採用央企與私

企共同合作的雙主體方式。

註４ 參見中國人民銀行（2015a）。
註４  三潭金融涉及消費金融、投資理財、保險、網上銀行、小貸公司、擔保體系和金融資訊服務，公司

的分工如下，恒生電子負責金融 IT技術保障，螞蟻金服則提供平臺運作經驗與流量入口，中投保擁
有豐富的投融資與擔保資歷。



 中國國家資本主義之下私企成為國家冠軍私企的過程分析：阿里巴巴個案研究　89

需設點的優勢，以及借重阿里巴巴的平台客戶，最重要的是，不同於傳統金融機構

的需要企業提供「抵押」、「聯保互保」（清華大學微金融課題組 2015；俞雲芳 
2013），改採個人交易信用擔保，亦即使用中投保擔保資訊與「芝麻信用」。

44

４人

民銀行對這樣合作雖不否認，卻也不提供「最後貨款人」的保證（陳寶衛 2014）。
民營網路金融屬於灰色地帶，不具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民營網路金融的制

度合法性擴張是制度化的重要因素（Raffaelli and Glynn 2015），螞蟻金服取得法
律上合法地位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建立信用系統，2015年阿里巴巴因應
人民銀行的個人徵信政策，成立「芝麻信用」並取得營業證照，與最高法院、貴州

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合作，確立「芝麻信用」的效力，並且投資中國郵政銀行（李

宓、左婭 2015）。第二階段是申請設立民營銀行，銀監會的民營銀行試點
45

４核准

意味著民營資本享有與國有資本相等的待遇（史進峰、張爍 2014），2015年阿里
巴巴與萬向組合浙江網商銀行在浙江進行試驗並通過審核。

綜上所述，螞蟻金服之所以可以改變國有銀行主導的小微金融，主要原因如

下：一，螞蟻金服符合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標；
46

４二，螞蟻金服處理國有銀行長

久無法改善的中小企業融資難、普惠金融的農村金融問題。

伍、結論

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經歷不同發展階段裡，存在著不同策略與行為。在成為大型

企業之前，私企提供經濟利益誘因促使地方政府改變政策解釋，藉以尋求與國企競

爭的市場地位。當私企發展成為大型企業
47

４時，私企更容易向國有機構或地方政府

取得資源，私企擁有更多機會有利於自身的市場規範，「轉化」產業政策規範，例

如「螞蟻金服」與中投保的合作。
48

４

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變遷發生在「關鍵時刻」，並且制度變遷是行動者偏差

選擇行為的累積結果。以阿里巴巴為例，阿里巴巴成為中國國家冠軍私企的「關鍵

註４ 「芝麻信用」的信用評估系統依據個人交易紀錄、尋找第三方為企業增信，參見董莉（2017）。
註４ 參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2015）。
註４ 作者訪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清華大學，2017年 12月 13日。
註４ 大型企業的認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標準。
註４  例如 2014年阿里巴巴與中國銀行、招商銀行、建設銀行、平安銀行、中國郵政儲備銀行、上海銀

行、興業銀行等 7家銀行合作推出「網商貸高階版」，給外貿電商企業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貸款服
務。貸款資金來自合作銀行，並由銀行或保險公司擔保壞帳。參見環球網（2014）。



90　中國大陸研究 第 62卷第 2期

時刻」發生於科技泡沫造成國企競爭對手式微所創造的機會，尤其是阿里巴巴透過

浙江省政府協助，取得工商銀行浙江分行的合作起點。因為監管體系的制度環境有

所不足，提供地方政府與國家冠軍私企對既有制度的解釋機會，以及創造產業政策

內涵的空間。當國企無法提供與私企相當的利益誘因時，私企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形

成調適性非正式制度。從阿里巴巴的「誠信通」及「螞蟻金服」個案，吾人認為從

地方小企業發展為「國家級」冠軍企業的前提是非政府完全壟斷產業，而其成為國

家冠軍私企的原因如下：第一，有助於達到中央或地方政府的重要產業政策目標；

第二，該行業為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興產業的規範尚未完整而具有解釋和創造的空

間；第三，私企與政府機構的合作形成調適性非正式制度，而此非正式制度有助於

補充或替代正式制度的不足，如螞蟻金服的網商銀行與村鎮銀行；第四，私企具有

獨特營利模式，國企難以模仿，例如廣大客戶平台的誠信通、第三方支付的支付寶

或是螞蟻金服運用阿里雲的「芝麻信用」。

過往的文獻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政治啄食順序的特徵不利於私企，私企若是

高技術型企業往往作為上游國企的協助者，如吉利汽車；或私企僅能投資混和型國

企（私有化）；或被國企所兼併、收購。然而，本文顯示企業在符合前述因素時，

有可能透過與政府合作取得與國企一樣的平等地位，甚至主導市場與規範。私企與

政府的合作不似紅色資本家的缺乏自主性，亦不是企業全然依靠非正式金融（民間

借貸、影子銀行）或依靠非正式組織而有辦法成為冠軍企業。在誠信通個案中，外

部 IT泡沫的環境變化，造成行動者自主性的改變，亦即阿里巴巴取得與浙江省政
府對網路交易安全的合作。在螞蟻金服個案中，螞蟻金服與國企中投保的合作，改

變國有銀行優先的金融體系，民營網路金融公司主導中小企業融資，改變了原先由

國有銀行主管小額信貸的權力結構。

根據「誠信通」與「螞蟻金服」的個案，政府對冠軍私企的優惠不會超過國

企，而是改變不利於冠軍私企的制度環境，甚至制定有利於冠軍私企的政策。政府

─冠軍私企關係與政府─國企關係這兩組關係互動而言，政府─冠軍私企關係更多

是一種調適性非正式關係，用以達成政府官員的政策目標；政府─國企關係裡國企

肩負政治任務，黨國體制之下國企的執行彈性受限，當國企無法完成政治任務之

時，政府─冠軍私企關係成為替代關係。

中國的條塊問題提供了制度變遷的空間，然而，用何種變遷類型呈現，取決於

私企與相關政府機構的合作對既有制度屬於補充或創新。當合作對既有制度發揮了

補充不足的功能，亦即完成特定政策任務時，非正式制度以「層化」形式存在。例

如，在「誠信通」個案中，國有銀行本身存在網路支付系統，卻缺乏網絡交易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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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誠信通彌補這個缺點，是以，在既有制度支持者有限的掌握網路支付資訊的

狀況下，誠信通以層化形式存在。當合作對既有制度發揮了制度創新的功能時，非

正式制度以「轉化」形式存在。以「螞蟻金服」為例，面臨網路金融信貸的興起，

國有銀行對大型企業信評機制的偏好，無法回應小額信貸的信用擔保所必需的資

訊，再加上信用擔保的管轄重疊，使阿里巴巴有機會與中投保的合作，以轉化的形

式直接改變中央小微金融的實質內涵與權力結構。

綜言之，本文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以下修正：無論是否為共產國家，當既有

正式制度無法有效回應時，試圖改變既有制度的行動者與政府相關部門的合作形成

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影響了國家資源分配的結構。亦即，國家直接作為市場成

員的特質雖未改變，但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趨向間接，並且非正式制度改變了政府相

關部門對目標企業的選擇。在關鍵時刻過程中，層化與轉化結果的差異來自國企主

導產業所產生成本與私企可以提供利益。在中國，改變行動者的策略性空間恰巧來

自於黨國體制的制度遺留，依據本文分析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制度變遷的「關鍵時

刻」，發生於以下條件：外生變遷因素造成市場競爭者市占率及利潤發生巨大變化

時，並且在特定領域存在著策略性空間，當既有制度支持者無法完全掌握資訊的情

況下，改變行動者之間的合作將產生制度變遷的結果。惟「關鍵時刻」並非本文研

究重點，冀將來進一步探討相關議題。

*　　*　　*

 （收件：106年 3月 14日，接受：108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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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ab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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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privately-owned 
enterprises (POEs),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produces the Privately Owned National Champions (PONCs) and further 
devotes its attention on explaining how the PONCs can influence the policy 
made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different typologi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Using Alibaba a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ppearance of PONCs is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purpose. On the one h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in the e-commerce industry causes slacks, so 
the PONCs are able to explain those incomplete institutions, which in turn 
causes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make biased choices based on these slacks. As 
a result, this cooperation creates the shared interests of the POEs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shows the change of their cooperation model from layering 
to conversion. Thus, POEs can expand their market shares, as well as earn the 
resources equivalent to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nd ultimately, have 
the ability to suppress them to become the PONCs.

Keywords:  China,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Government-Enterprise Relation, 
Ali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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